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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的功能在于克服不确定性，数字经济的发展体现了通过信息克服不确定

性以优化经济效率的技术—经济进路。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生产依次经历了机械化、机电

化、电子化和光电化四个阶段，对信息的使用也从封装简单指令性信息、集成化、模块化发展

到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全时空、多主体为特征的“数据+连接”信息生产体系。在这一过程

中，企业内分工不确定性的消减与社会分工不确定性增加的矛盾，构成企业不断扩展信息生

产体系边界的动力，对信息的使用也逐步从对单个机器设备、机器体系的指令封装，发展为

涵盖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的多主体“数据+连接”的体系。以大数据、云计算和 5G等新一代

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数据+连接”方式建立一个将数据从资源转换为

信息的信息生产体系，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和更广泛的经济主体间消减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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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生产组织的方式。在经历了计算机

化（Computerization）、互联网化（Internetization）之后，数字技术正处在多领域集中爆发期，随着人工

智能、5G和物联网等多种技术的广泛运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万物互联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时

代。数字技术在进一步改变生产组织方式的同时，也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战。要

尽可能缓解理论和政策的滞后，不仅需要分析数字经济已经呈现的代表性现象，例如，数据要素的

配置机制和平台治理等，而且需要从“为何会有数字经济”这一层次上分析数字技术发展的动因及

其影响，从而系统把握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复杂的数字技术体系中抓住关键变量。为此，有必

要从技术范式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技术范式可以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立足于自

然科学的原理（G.多西等，1992）。作为孕育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元理论，技术范式理论有别于技

术—经济范式理论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认为技术变迁既不完全内生于经济社会系统，也不是完

全外生的。经济—制度—技术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关系，在受到其他系统影响的同时，每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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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自己独立运作的规则，由此才出现了三者之间的协调和脱耦。在 G.多西看来，无论经济系

统对技术进步速度和方向的影响有多么强大，技术变迁的模式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内生的。尽管

有强大的经济诱因，技术仍然保持着自身的规则和动力，这些规则和动力约束着技术发展的方向。

新的技术范式反映了科学进步、制度因素和经济机制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后两者的作用仅仅

是“聚焦和选择”，而前者则提供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新方向和空间。从这一意义而言，对数字经济的

分析，不可避免地要触及 G.多西所指的技术体制或科技进步因素，才能更为系统地回答数字技术

为何发生发展、数字经济为何呈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网络化的发展路径这类问题。正如阿维·古

德法布等人在《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数字经济学研究的突出之处在

于对数字技术所起作用的理解”（阿维·古德法布等，2021）。

但是，关注技术进步中技术本身或科技因素，并不意味着将数字经济分析切换为工艺学研究，

而是试图关注数字技术连续迭代的经济意义。因为科学原理上可行的技术，只有在能够满足特定

经济需求且技术本身的使用经济可行时，才会被逐步“聚焦和选择”。从技术目的和经济意义上同

时理解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生成逻辑、发展过程，不仅有助于把握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趋

势，也能为政策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提供理论基础。从技术范式传统出发，关于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

包含了如下主要关键问题：关键性技术变迁是什么？这种技术变迁解决了什么技术—经济问题，在

解决一种特定的技术—经济问题的同时，形成了怎样的新的技术—经济问题，从而使其连续性发展

成为可能？在这些问题中，明确技术—经济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其不仅决定着数字技术变迁的方

向，也构成了数字技术，进而数字经济何以可能、为何如此的底层逻辑。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部分讨论工业革命以来信息生产体系

的发展及其动力，第四部分分析信息生产体系的特征，最后就本文的研究提出政策启示。

二、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1.核心概念

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起源于斯密、门格尔，并被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

哈耶克和沙克尔，以及阿罗、凯恩斯和奈特等发扬的原教旨主义不确定性。在持原教旨主义不确定

性观点的学者看来，世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是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是经济演变的主要动力。

另一类则是以博雷尔、萨维奇等人为代表的概率主义不确定性。在概率主义框架内，不确定性可以

被理解为一种可概率计算的风险形式，从而可以有效地通过模型方式处理。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

由于时间不可逆，概率化的遍历性假设前提无法成立，而经济世界的信息又是分散的、异质的，因

此，任何概率化处理都违背了不确定性的本质。原教旨主义和概率主义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也体

现了非正统经济学如奥地利学派、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但是，无论不确定性是否可以被概率化，都不影响企业决策需要更多的信息以有助于提高预测

准确性这一行为选择。不确定性可以进一步细分为：①完全不知道概率；②不知道概率，但拥有一

些信息可以估算概率；③完全知道概率；④不仅知道概率，而且知道概率的取值为 0或 1。其中，

①属于不确定性，③即为奈特意义上的风险，②介于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④属于确定性。对于企

业而言，在其决策过程中总是尽可能获取更多信息，以摆脱①的状态，使自己认为自己处于②、③、

④的状态（雷国雄，2012）。易言之，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并不影响个体试图提高确定性的努力以及

自认为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这一意义而言，尽管概率化与不确定性的本质不相容，但企业消减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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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手段只可能依赖于优化信息，从而提高概率预测的准确性。

正因如此，诸如阿罗和西蒙等经济学家虽然坚信不确定性无法被根除，但同时也认为，不确定性

是无知的一种形式，它源自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按照这种理解，不确定性不仅影响经济主体的决

策，也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能较其他主体更早、更高效地克服不确定性的经济主体，必然能获得经

济租金。就本文的分析而言，企业建立信息生产体系，通过大量数据和模型去预测未来事件的目的，

在于降低决策时所面临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机器学习的核心要旨，也仍然是概率处

理。但是，无论数据和算法如何，都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彻底克服或清除不确定性，更不意味着世界不

确定性的本质会改变。正如马歇尔、米塞斯等人所认识的那样，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知识，

而知识的每一次改变，都为行动的改变创造了条件，这又进一步导致知识的改变，在无数匿名经济主

体组成的经济世界中，这种改变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人们对这样的改变完全无法预测。

尽管世界本质是不确定的，但行为主体在决策时要寻求确定性，而提高确定性的手段是信息。

信息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例如，文字、语言、数据等，在促进社会合作的意义上，广义的信息还包括

习惯、习俗和制度等。不同形式的信息，其生成和传播的途径也不一样，如语言需要人际互动，文字

则可以依托主体之外的其他载体实现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的传播。信息形式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过

程，也折射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信息和能量一起，构成人类技术进步的两条主线。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可以视为人

类将不可直接使用能量转化为可用能量的过程，而信息则可视为组织和调动能量的法则（瓦茨拉

夫·斯米尔，2021）。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甚至认为，一切都是信息——万物源自比特

（It from Bit），因为，所谓的实在（Reality），是在对一系列“是”或“否”的追问综合分析后才在脑中成

形的。所有实体之物，在起源上都是信息理论意义上的，而这个宇宙是观察者参与其中的宇宙。因

此，整个宇宙可以看作一台计算机——一台巨大的信息处理机器（詹姆斯·格雷克，2013）。这里，

惠勒强调的是在起源、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信息的作用，而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组织

和调动能量的法则，信息的生产和应用也需要付出成本，如时间、人力、搜寻、计算等，这些成本最终

均可以换算为能量成本，这样，信息—能量之间就存在一种权衡取舍：只有在一种信息本身耗费的

能量成本小于其所节约的能量耗费时，信息的使用才是经济的；如果一种信息本身耗费的能量相对

于其作为法则所节约的能量而言是不经济的，那么这种信息即使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也不会被市场

所选择。由于信息量函数与事件概率成单调递减关系，为了尽可能节约信息成本，以最小比特值确

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就需要尽可能使信息获得规模化使用，即通过累积对某件或某类事件的信息，

降低此后同类型事件处理的信息需要量。这就构成了信息应用的两个突出特征：为了使比特值更

小，需要累积更多的相关信息，并尽可能剔除冗余信息；为了使信息更经济化的使用，就需要尽可能

把信息固定下来，成为规则性的指令。由此，信息也就表现出初始固定成本较高但边际成本递减、

初始收益较小但边际报酬递增的典型特征。

虽然从广义而言，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信息发展史，但以企业为主体，有目的针对性地去获取、

生产信息并应用于经济活动，则始于工业革命之后。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工具与机器、手工生产与机

器大生产的区别时所指出的，“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

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①。简单工具只是人手的延伸，而工具机和机器体系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第 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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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作为整个机构的一部分，“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

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①。珍妮纺纱机发明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人类操作活动所受到的器官

的限制。同样，尽管人类使用信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阶段，但讨论信息生产体系却只能以工业

革命为起点。只有在工厂制度确立之后，信息体系才是作为整个生产机构的部分，而非人身体和大

脑的从属而发挥作用。

2.分析框架

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即两类分工理论）

的理论基础上得到解释。马克思将分工区分为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两种类型。在企业内分工

中，资本家总是力图取得确定性，通过经验“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

一定的职能”；而在社会分工中，则是“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从而“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②。之

所以存在这种矛盾，是因为对于社会分工来说，劳动者及其生产资料在部门或行业间的分配，是通

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自发地形成彼此之间的比例体系。但在企业内部分工中，资本家的主要任务是

“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③。普遍认为，马克思关于两种分工矛盾的论述旨在

强调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容易被忽视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洞

见同时也蕴含着分工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经济逻辑。

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本质，是规模化、智能化地采集、生产和使用信息。信息的主要功能

就是消除不确定性，企业建立信息生产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克服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生产过程，也来自市场交易过程。为了使信息得以标准化、规模化使用，企业

努力将信息“封装”或“固化”为指令（Instructions），现代工业从最初的工具机发展到机电一体化、模

块化，就是这种封装、固化指令的典型表现。从马克思的两类分工理论出发，不难发现：从社会生产

的意义而言，企业封装指令性信息越成功，其生产环节的可分性（Unbinding）就越高，企业内分工进

而在一定规模上引致的社会分工就越细化，从而企业面临的两类交易——康芒斯意义上的管理交

易（Managerial Transaction）即企业内的层级管理与控制，以及买卖交易（Bargain Transaction）即市场

交易，这两类交易的不确定性也就越高。这就需要企业通过涵盖更多主体、更大时空范围的信息生

产体系去消减这种不确定性，这又将进一步引起企业内分工，从而社会分工的深化。这种企业内生

产环节确定性提高带来的企业交易环节不确定性提高的矛盾，在深化分工水平、提高经济效率的同

时，也构成了推动信息生产体系发展的动力。易言之，生产环节中只能在劳动资料中“封装”人—物

知识，以获得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确定性；但交易环节，无论是企业内管理还是企业间、企业与

消费者之间的市场交易中关涉的人—人知识，却会随着交易范围扩大和交易主体增加日趋复杂，而

这种不确定性难以像生产环节那样通过在劳动资料中“封装”信息来消减。企业为力图消除生产过

程和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将信息体系的边界扩展，形成涵盖主体范围更多和时空范围更

广泛的信息生产体系。在这一意义上，当前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形态，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 430、43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第 394、395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第 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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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企业在克服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信息生产体系演进到数据化、智能化和及时化阶段的一种高级

形态。

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内分工，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社会分工，远比马克思所描述的更为复杂

和丰富，但两类分工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只要存在以下分野：社会交换是通过“一种内在联系把

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联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①，企业生产是通过生产环节的紧密联系——“局部工

人不生产商品。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②，企业所面临的生产组织问题和社会交换

问题就必然存在不确定性“质”和“量”的区别。在现代企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企业面临的问题早

已不再是分工小组和机器的比例数，其解决方式也不是“先是由实践而后是由思索确定”，而是通过

对机器体系、加工对象封装指令性信息的方式，获得对生产过程更好的控制。通过这一过程，企业

可以将复杂劳动转换为简单劳动，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从“操作者”到“看护者”的转换，从而通

过生产环节的集成化、模块化、程序化提高分工水平。但是，生产过程之外的市场交易却始终充满

了“惊险一跳”的风险，为了降低市场“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③的灾难冲击，企

业不仅要消解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还要试图获取更多市场过程的信息，将其转换为确定性指令。

不难理解，追求超额利润动机是企业不断投资信息生产体系的动力，为获得更高的确定性，企

业会极力将“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消灭④。从机械化到光电化时期，企业不

断通过提高机械体系连接度、机电一体化等封装指令性信息的方式，以保障生产过程的可控性，使

“各种不同过程的相互补充不是在将来而是在现在进行了，结果是商品在一端开始生产时在另一端

就会获得完成形态”⑤，为化解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企业不断通过电话、电报、互联网和物联网等

形式，力图使生产过程信息与交易信息同步化。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矛盾，促使企业不断

扩大其信息生产体系的范围，并逐步形成包含商品生产、服务提供与消费者网络的“全纳”产业链

（江小涓和靳景，2022）。

3.基本观点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早期手工作坊到工厂制直至智能制造，从蒸汽时代发展到数字时代，生

产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到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

的过程中，信息作为能量的调用法则，其降低不确定性的功能并未发生改变，但其作用方式和形态

发生了重大变化。 ICT革命之前，信息的规模化、经济化的使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在机器设备中封

装指令性信息，尽可能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获得产出的确定性；ICT革命之后，信息生产体系的发展

围绕“数据+连接”这两个关键领域展开，经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逐步形成趋于全纳化、

智能化的信息生产体系。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第 39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第 393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年，第 394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9年，第 520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9年，第 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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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器封装指令性信息，到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一

种信息生产体系在克服原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会引发新的不确定性，进而促使

信息生产体系进行迭代演进。每一次不确定性的克服，都意味着信息生产体系的效率提升和范围

扩大，每一次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同样也都意味着潜在的创新可能和新的市场机遇。当前，以 5G、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具有如下特征和趋势：一是日趋全

纳化和智能化的信息生产体系在对物理世界进行全时空、全主体“复刻”的过程中，数据和连接之间

会形成一种互激式增长，从而使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得以协同发展；二是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

能将成为这一体系的关键，前者通过数据存储和算力分配的集中分布式架构，降低信息的单位能耗

成本，后者通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植入、封装更多的指令性信息，提高信息生产效率；三是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提供预测性信息资源，还可以通过复杂知识的

探索、发现与组合产生新知识，为创新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三、从珍妮机到智能制造：信息体系在工业生产中的演进

按照主导技术的不同，工业技术史将工业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8—19世纪的机械化时代，20世
纪初开始的机电化时代、20世纪后半叶开启的电子化时代，以及目前正在加速发展的光电化时代

（Best，2001）。这四个时代分别与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对应。能量与信息的主线虽然

贯彻整个工业史，但在上述四个阶段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可概括为：机械化和机电化时代，

企业通过信息降低不确定性的方式主要通过在机器体系中封装指令；进入电子化时代之后，信息形

式才逐步从电子化到数字化、智能化，信息体系的覆盖范围也逐步扩大。

1.机械化和机电化时代的信息封装

在马克思看来，工具机实现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标志。从信息论的角度

而言，珍妮机这类早期的简单工具机之于人手、机器体系相较于手工工具的进步，不仅在于节约生

物能量，还在于通过在机器中植入或“封装”了一组“如果有 A，就有 B”的指令性信息，从而使生产获

得了手工劳动难以实现的确定性。工具机的使用，无论是珍妮机还是精密机床，都使生产活动——

从过程控制到所需投入和产出，相较手工时代更为确定，也更为标准。尽管珍妮机构造并不复杂，

却体现了工业革命所依赖的观念体系，即牛顿和波义耳等人所倡导的机械论思维的三个基本要素：

确定性、可拆解和标准化。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世界是可认知的、有规律的，一切物质现象的产生归

因于某类物质载体的存在和物质之间的结构性作用。这一思维在生产中的体现，就是通过直接在

机器设备中植入或固化指令性信息，获得产出的确定性结果。

在机器装置中植入或封装指令，是珍妮机之后一切机器体系遵循的基本原理。但在机械化、自

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四个阶段中，被封装的指令性信息的载体和信息格式并不相同。按照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对数字生产技术的划分，如果机器体系缺乏任何电子化基础，就只能称为模拟生产

（Analog Production），这也是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经济体的主要生产方式。这就意味着，在电子

化时代之前，机器体系的封装信息主要体现在功率、转速这类物理性参数上；在电子化时代之后才

逐步获得电子化、数字化形式的信息。尽管信息形式和载体不一样，但只要植入了指令性信息，就

使机器体系获得了确定性：事件结果为 1种，对应概率为 1，信息熵为 0。从珍妮机到机床，工业体系

相对于传统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优势，就在于能将包含确定性的指令、程序这类特定信息固化于机器

体系内，以最大程度地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同机器，如珍妮机和机床的差异，只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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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递归层次的多少，但都包含了一系列“如果有 A，就有 B”这样的逻辑指令（阿瑟，2014）①。正如

阿瑟指出的那样，从本质上说，技术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大量现象被捕获之后就会封存在各种

各样的装置中，并被重复使用。阿瑟对技术本质的这种判断，与罗默对技术的理解如出一辙。在罗

默看来，技术就是一套制造商品的指令（Instructions），可积累、可复制，可以极低的代价被所有成员

利用，具有非竞争性（Romer，1990）。

诸如珍妮机这样的工具机克服了手工生产难以标准化、流程难以控制的局限，在节约生物力的

同时提高了确定性。但如果仅只是工具机层次上获得确定性，生产效率的改进仍然有限，因为最终

产出并不是工具机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工具机、传输机和动力机，即马克思所强调的机器体系的

综合作用。作为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技术通过组件的集成或组合来达成其目的。而机器体

系各部分相互联系的关键，在于同步性（Synchronization）（Best，2001）。惟有如此，才能实现能量投

入的细分和拆解。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从珍妮机到蒸汽机，都只是在单个机器设备上实现了确定

性，但并未实现机器体系的同步性：珍妮机时代的主要动力来源仍然是水力，水力虽然是廉价能源，

但工厂选址受限；蒸汽机实现了对动力系统的指令性信息封装，使人类第一次获得了可控的转换能

源，使动力输出较之水力具有更高的可控性和空间灵活性，但蒸汽机依然秉承了水力时代的直接传

输系统（Direct-drive System），不仅传输效率不高，而且无法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动力拆解，在动力机、

传输机和工具机构成的机器体系中，动力机无法按工具机的加工需要投放和调节动力输出，这就难

以使能量生产和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因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制造业不仅只局限在少数领域

里，且其所表现出的威力远不如机电化时代。

封装指令性信息突破单个设备，从而使整个机器体系获得阿瑟意义上的“集成块或组系统之间

的相互联系”或贝斯特意义上的同步性，始于电力单元驱动的大规模采用（胡乐明和杨虎涛，2022）。

1900年起步的单元驱动（Unit-drive）不仅实现了动力分解，而且使动力机与工具机保持了最小距

离，从而提高了机器体系的同步性。相较于机械化时代，机电化时代的分布式能源提高了机器体系

的内部连接度，使机械布局和生产流程可以按生产需要的顺序来安排，生产环节可以按产品结构需

要进行分解，从而极大提高了流水线装配和分工水平。而越是流动、越是分工，就越需要机器体系

的同步，这就反过来需要更为紧密的机器体系，从而使同步障碍最小化。这就使机械化时代的简单

指令性信息封装，逐步发展成为集成化的系统信息封装。继 1930年单元驱动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

连接方式之后，1948年自动生产线普遍化，1957年又出现了更大的、可以有限移动的机械集成系

统。当不仅单个工具机，而且动力机和传输机都可以植入封装指令性信息，并实现机器体系的有效

连接时，“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就有了更好的技术保障，这使第二次工业革

命爆发出远比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得多的增长效能。

2.从电子化到数字化智能制造

半导体的发明使工业发展进入电子化时代。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计算机化之前，电子化改

变了信息的存储方式，提高了信息封装的效率。计算机化则开启了信息的数字化进程，实现了数据

的标准化读取、存储和复杂指令运算，也被称为工厂的办公室化阶段。这一时期，企业消除市场不

确定性的手段依然是传统电报、电话等通讯手段，计算机化的应用主要在于生产手段的数字化管理

① 阿瑟认为，技术具有递归性组合特征，无论多么复杂的技术，都按照层级结构逐步递归，技术是由不同等级

的技术建构而成的，技术包含技术，直到最基础水平的技术。而无论递归的层级复杂程度如何，差异多么

大，结构的本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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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组件的“机电一体化”（Mechatronics）。与机电化时代的集成化相比，电子化时代通过电子元

器件的数量增加和功能提升，可以在尽可能小的集成单元内构建技术模块，实现更多、更复杂的指

令性信息封装。这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使用效率，同时还使机器体系获得了更好的同步性。将

技术的构建模块化可以更好地预防不可预知的变动（阿瑟，2014）。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

这种封装进程，使工业生产的体积递减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Sizes）得以充分展示。从 20世
纪 90年代开始，生产组件和生产设备的模块化（Modularity）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形式，这极大地降

低了生产的不确定性：在生产组件的模块化中，产品的复杂性被更多地包含在关键部件之中；在生

产设备的复杂封装中，越来越多的技术也以指令性形式被封装在设备中，从而使产品越来越复杂的

同时，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和确定性却越来越高。

封装指令性信息越来越成功，生产过程的确定性不断提高，同时也带来另外两类不确定性的提

高，即企业内的层级管理与控制的不确定性（即康芒斯意义上的管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买卖交易

（即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于前一种企业内的管理交易，企业可以通过生产现场管理、组

织架构重构等方式应对，其本质仍然是信息管理，其基础虽然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先是由实践而

后是由思索确定”，但其内容和方法要比手工工厂时期复杂得多：以 ERP为代表的现代生产管理方

式的发展，本质上是企业在内部管理系统中植入、固化指令性信息，以在企业内的层级管理与控制

中取得确定性。

在企业通过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信息投资消减管理交易不确定性的同时，市场交易的不确定

性却难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消减。因为市场交易的信息并不来自企业内部，而是来自无数匿名主体

的互动过程。相较于生产过程，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开放的、全主体的、全时空的和动态的。相较于

企业内生产过程可以实现有组织性，市场始终存在哈耶克所指出的分散主体和分立知识，特定时空

和场景的知识始终重要，社会经济问题也因此才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空之情势变化的问题”。

按照信息论对不确定性的定义，系统中的状态数量即可能性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在状态数量保

持不变时，如果各个状态发生的可能性相同，不确定性就很大；相反，如果个别状态容易发生，大部

分状态都不可能发生，不确定性就很小。将指令性信息封装于机械、集成装置以及模块化之所以能

有效提高确定性，就是因为通过系统封闭，使系统达到“个别状态容易发生，大部分状态都不可能发

生”，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机电一体化，都是力图通过封闭系统，使系统产出结果概率为 1，信息熵

为 0。但对于市场交易而言，却是“系统中的状态数量即可能性越多，或状态数量保持不变时，各个

状态的可能性相同”，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不确定性构成了自由市场的根本特征。

这并不是说，从机械化、机电化到电子化时期，企业就完全没有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手段，而是

相较于在机器内封装指令性信息，企业应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缺乏类似的“封装”“植入”手段。事实

上，从 19世纪早期开始出现的各种信息手段的创新，如电报、电话，以及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都折

射出企业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对市场不确定性的适应性变革。但无论何种手段，都无法获得关于市

场的及时化、全主体、全时空的信息，信息传输速度和内容对消减市场不确定性作用有限。与此同

时，从信息的经济性而言，这一时期，获取及时化、全主体、全时空的市场信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因为无论是捕捉、存储这类信息，还是通过运算将这种信息转换为指令，单位能耗都过于巨大①。

因此，在机械化、机电化和电子化时代初期，通过信息消除不确定性的手段主要是在机器体系中植

① 以计算为例，巴贝奇的机械计算机包括上万个齿轮和 1.5万个零件，重达数吨，完成运算所耗费的能量远超

过手工计算的生物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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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固化和封装基于科学原理的指令性信息，这一方式具有“一次封装、永久可用”的优势。

20世纪 90年代之后的互联网发展，不仅使信息传输速度得到极大提高，而且实现了多主体

在线。从信息作用看：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及时性不仅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而且也有助于提升

企业管理效率；微型化使机电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模块化组件生产得以发展，这实际上是通过

高效集成的信息指令封装，化解了分工过程中带来的机器体系的不确定性。信息体系功能的提

升，使过去集中在一个经济体境内的生产线可以分拆为数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并根据成本和

效率指标分发给世界各地的生产商。这正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世界分工体系从传统产品间分

工发展为全球生产网络，形成工厂全球化（Globalizing Factories）的技术逻辑。但互联网时期的

“数据+连接”系统仍无法接入全时空主体，完成全时信息的采集、分析与传输。尽管模块化可以

通过封装复杂性提高机器体系的同步性，降低分工、外包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基于互联网连接的

数据高速及时传输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但“惊险一跳”所内蕴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

生产越发达，分工越精细，这种不确定性越高。对多主体、精准化、及时化的需求信息，始终存在

旺盛的需求。

要获得多主体、精准化、及时化的信息，就要扩大信息体系的覆盖范围，提高传输速度和精确程

度。随着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不仅更好地获取工业生产的全方位信息，而且同步交易

环节的上下游企业、终端消费者的反馈也成为可能。只要具备足够快的传输速率，就可以对这种大

范围、多主体的系统信息进行及时化处理；只要具备足够的数据、有效的算法和算力，就可以在预测

基础上快速决策；只要信息生产的成本—收益经济可行，“全纳”信息生产体系就会得到逐步发展。

不同于机器体系内的信息封装，也不同于人—机连接和机—机连接，新一代数字技术通过物联网、

人工智能，将电子设备、加工对象、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整合到一个完整的网络物理系统中，形成覆

盖性的信息体系，以尽可能对应不确定性产生的全部来源。以制造业的数字孪生为例，就是将全感

测的工厂、机器或过程与其计算机模型进行比较，在虚拟世界中实时模拟真实世界中的运行，以实

现对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更好的控制，优化企业效率。

主观动机上对不确定性的消减客观上也达到了降成本、提效率的效果。在信息体系的电子化、

数字化直至数智化的发展进程中，不仅生产投入、过程控制和物流追踪、财务管理等环节的可控性、

科学性不断提高，而且相互衔接日趋紧密。在数字化技术影响下，不仅技术在设备和产品中的“封

装”日趋复杂和精确，而且还为技术的综合开发和管理提供了接口更为一致、效率更高的途径，极大

提高了企业生产、管理各个环节的集成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也因此把所有业务功能中都使用数

字技术定义为集成生产（Integrated Production）的主要特征。在企业数字化过程中，不仅机器体系的

植入指令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为统一的信息格式，而且依据业务流程和决策准则开发实现的企业

软件系统也将企业组织管理和决策的惯例数字化，信息格式的统一和集成化处理为企业实现数智

化奠定了基础。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功能指向，最终都服务于更有效率地用数据消减不确定性。云计算的本质，

是通过共享计算和储存能力降低单个企业的数据投资成本；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提高从数据资源到

思想的生产效率；工业互联网、工业 App的本质，是使复杂的工业生产数据得以标准化传输，以实现

数据资源的互补性；而 5G的本质，是在人—物—机之间形成高速、低延时的连接通道；智能网络化

制造的本质，是通过生产—流通各环节之间的及时化、全领域数据的获取，以及智能化运算，最大程

度地消减不确定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企业能便捷地获取需求方的全样本及时数据，通过人工智

能将数据资源转换为思想或指令，并最终通过数字化生产体系将此类指令与封装的机器体系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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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精准量化及时生产，而需求方则可以通过数据通道接入“企业”——参与产品的设计、研发、产

品定制等，这都为企业生产及时对接需求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并做出最佳生产选择创造了条

件。与此同时，数字化以及现代通信技术，也使企业监督、控制和管理供应链的过程分散化，并可以

实现财务、技术、管理、市场营销与产品生产过程的同步。

表 1展示了不同时期企业通过信息的规模化使用，如封装指令、建立控制系统等手段达到降

低不确定性的不同方式。工业 4.0在连接范围、信息来源和数据时效上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按照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20年工业发展报告》的观点，工业 4.0的典型特征，在于信息系统覆盖范

围和处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具有嵌入式传感器、处理器和执行器的智能网络系统，旨在实时感

知物理世界并与之交互和支持，这就可以将生产管理和市场交易全部置于一个连通的信息体

系内。

表 1 不同时期企业信息使用方式及其特征

工业时代

工业 1.0

工业 2.0

工业 3.0

工业 4.0

标志性事件

1784年爱德蒙卡特莱特发

明力织机

1870年世界上第一条生产

线出现在美国辛辛那提

1969年 PLC（可编程序逻辑

控制器）Modicon 084诞生

2010年 7月，德国政府通过

《高技术战略 2020》，2011年
深度学习开始大规模使用

信息使用方式及其典型表现

生产过程（企业内）

封装简单机械信息使

单个设备获得确定性

提高连接度使机器体

系获得确定性

封 装 复 杂 指 令 性 信

息，提高机器设备和

加工对象集成度，模

块化形成

生产过程、管理交易与市场交易过程的全纳信息系统，基于先进数

字生产（ADP）的解决方案，信息物理系统（CPS）、带数据分析的

M2M射频识别系统，在形成智能分析指令的过程中实现基于数据

实时反馈的智能决策

管理交易（企业内）

基于经验和现场计

算

基于符号的视觉信

息系统

电子生产控制系统

（EPCS）、企 业 资 源

计划（ERP）系统

买卖交易（企业外）

邮政

电报、电话

计算机与互联网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20年工业发展报告——数字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相关资料整理。

从珍妮机到工业 4.0时代的智能制造，工业生产中信息体系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工业生产方式

的变革，也映射出马克思所论述的“两类分工”的矛盾。无论是珍妮机的简单物理装置，还是机电时

代的集成化，以及之后的模块化和数控化，封装指令性信息越成功，生产就越具有可控性和确定性，

这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过程可拆分性的提高，而生产过程越是拆分，“惊险一跳”的不确定性程度也就

随之提高。简言之，企业生产过程确定性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加大了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化解这

一不确定性的途径，就是提供覆盖范围更广、更为及时的市场信息。

四、信息生产体系的特征与约束

尽管上述分析对象为工业生产，但这并不是说信息生产体系的发展仅限于制造业。虽然在社

会生产总过程当中，直接生产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生产对交换、消费和分配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但在产业层次上，通用技术的扩散往往从成本—收益最为显著的领域开始。对于商业和

其他服务业，同样存在着通过信息消减不确定性的逻辑。已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早期最为明显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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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就是搜索成本的降低，这极大地促进了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发展

（Goldfarb and Tucker，2019）。对市场交易过程不确定性的消减，不仅成为信息时代区别于工业时

代的典型特征，而且也伴随着海量数据的产生与海量主体的连接。当前，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正在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复刻”，其连接主体是“一切事物”（Mills，2021）。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

以“数据+连接”为特征，它极大地克服了经济活动中主体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深刻地改变了经济

活动的组织形式。

1.“数据+连接”——信息生产体系的关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处理大量数据并将其加工为可用信息的能耗大大降低；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也使数据获取、分析与反馈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即时化信息成为可能，

以数据为内容、以连接为方式的“数据+连接”信息生产体系逐步形成。这一体系的形成，也使企业

形成了不同于福特时代的标准化流程和计算机时代的自动化流程的自适应流程，而这种自适应能

力是由实时数据而非预先设定的一系列步骤所驱动的（保罗·多尔蒂和詹姆斯·威尔逊，2018）。以

“数据+连接”为主要手段，力图通过获取全时空、全主体的实时信息来提高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

力，成为这一时期信息生产体系的主要特征。

在“数据+连接”的体系中，数据代表了信息，连接代表了通讯，两者的持续“往—返”形成一个

不断变化的信息生产体系。“数据+连接”只是对这一体系发生领域的概括，其涉及的具体环节和

组织形态则极为丰富和复杂。例如，根据技术发展特征，这一体系可概括为 AI+5G，在架构特征

上可概括为数据+平台+应用等。仅就数据而言，就包含了数据采集、存储、计算、分析等多个环

节，涉及算力、算法等多个主题；而连接也涉及 5G、工业互联网、基站设备、网络协议、云架构等多

个领域。在“数据+连接”体系中，作为资源的数据时时刻刻都在产生，但将其转化为比特化的信

息，则需要进行从物理性的采集到智力性分析的加工，如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时序数据库管理、

商业智能处理、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数据交换等，这一系列活动构成了完整的

数据产业链。而数据只有在完成从作为资源的数据，到格式化、可存储、可交换的数据，再到思想

或指令的转换之后，才对消减不确定性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Jones and Tonetti（2019）严格区分

了作为资源的数据和作为产出的思想，数据是用来产生思想的输入，是提高思想质量的手段。数

据本身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思想，但在生产过程中仍然继续有用，包括验证思想和继续产生新的

思想。

“数据”必须与“连接”一起构成实时化的反馈回路，形成完整的信息生产体系，才能有效消

减不确定性。数据和连接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激式”的依存关系：一方面，更多的数据产生对连

接速度和连接范围的更高需求，连接速度的提升和连接范围的扩展，又意味着可以接入更多数

据来源，承载更多数据；另一方面，连接范围的拓展和连接主体的增加，导致数据产出和数据需

求不断增加，连接主体增加又不断强化梅特卡夫效应，使网络价值非线性增长，从而更易于纳入

新连接主体。随着数据资源增多和数据需求不断升级，数据存储、传输和计算的技术也需要相

应升级，由此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硬件制造，如更具能效比的数据存储读取设备、更高速率的数据

传输设备和算力更优化的数据处理手段，从而推动“数据+连接”体系不断扩展。这进而对数据

治理、协调和应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衍生出大量相关制度、技术（如数据传输协议、区块链等）

和商业模式（如平台经济）。围绕“数据+连接”而发生的技术变迁，构成了数字技术发展的主要

轨迹。

进入万物互联时代，数据和连接两个领域均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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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在数据体量迅速增加、来源更加多样化的同时，对数据资源转换成有效信息的要求

也更高。数据规模和来源的多样化固然重要，但数据资源丰裕并不意味着信息产出就更有效率。

数据协议、标准对统合数据资源，数据加工（尤其是人工智能芯片、算法等）对数据实现从资源到可

用信息的转变，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与之前计算机程序处理的根本区别，就是不再依

靠预先确定的符号和符号间的关系来帮助计算机理解这个世界，而是以世界为模型进行训练（保

罗·多尔蒂和詹姆斯·威尔逊，2018）。人工智能系统的优劣，同时又取决于用来训练它们的数据，数

据越优良，人工智能系统就越能在反馈中得到提升。在新一代“数据+连接”的信息生产体系内，数

据实际上包含了封装指令信息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来源两方面内容，两者的相互反馈使数据从

资源到思想的效率不断提高。

从连接看，信息生产体系也经历了类似从直线驱动到单元驱动的转换过程。为了以更经济、更

快捷的手段完成数据存储、加工与输出，需要形成类似于单元驱动一样的算力和存储的集中分布式

连接，即以数据中心、边缘计算为代表的云连接方式。这一连接方式与之前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同互联网与电话之间的区别一样（Mills，2021）。云不仅可以连接任何事物，

而且基于云架构的集中分布式基础设施具有和电力的集中分布式能源体系同样的作用。不仅可以

节约用户和企业终端设备的投入，在实现数据及时化处理的同时，还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社会的信息

能源总耗费。数据和算力的集中分布式架构之于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而言，正如电力时代的单元

驱动之于制造业一样，由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物联网和终端设备之间形成的云、网、端结构，可以

实现信息生产投入，包括能耗和算力的精准拆分，如同制造业按加工需求分拆动力一样。如果说分

布式能源提高了机器体系的内部连接度，使机械布局和生产流程可以按生产需要的顺序来安排，那

么分布式数据和算力架构则可以使信息生产过程按需要进行算力的精准投放，这就可以进一步提

高信息生产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2.不确定性的消减——信息生产体系解决的技术经济问题

日趋复杂的“数据+连接”体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建立从数据资源到信息、知识乃至智慧的信

息生产体系，尽可能高效地消减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流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一个

全时空、全主体问题，行为主体在任意时点、任意空间都可能产生不确定性；与之对应，如要最大程

度地消除不确定性，就需要获得同样全主体、全时空的即时同步信息。这就要求数据的来源尽可能

广泛、数据传输尽可能及时。更快、更准地获取更大范围、更多相关主体的多维及时数据，从中经济

地生产出有效的信息，进而消减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这一原则贯穿了信息生产体系的发展

过程。

数字经济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范围不断扩展、连接主体不断增加、算力要求不断提高的特

征。数字技术赋能各类产业以及各种经济行为，其本质是生产消费数据资源的收集汇聚和智能

算法结果的回嵌应用。将所有消费和生产环节、所有空间物品及各类行为动作都数据化，实现

数据全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数据孪生和效率叠加是必然趋势（江小涓和靳景，2022）。在这里，

数据基因之所以要不断“植入所有人类可感知空间和可感知行为”，就是要通过连接全主体、全

活动和全时空的信息体系来尽可能覆盖任何可能产生不确定性的主体与时空。移动互联、芯片

微型化、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已使信息体系实现更快、更准地获取更大范围、更多相关主

体的多维及时数据成为可能。移动互联的最大变化，在于摆脱了有线连接的空间限制，消费主

体可以随时随地生成数据，因此，在时空覆盖、主体参与和及时性上较互联网时期有更大的突

破，金融、电商、娱乐传媒等互联网时代就开始萌芽的新型服务业在这一时期开始迎来爆发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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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但对于制造业而言，这种消费端、流通端确定性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流通

资本一旦获得有效规模的消费数据，就可以独立地以数据+平台架构形成市场垄断，不仅具有比

生产资本更大的博弈权力，而且可以在职能上向着生产资本延伸，进行服务型定制；另一方面，

在消费信息来源更为及时、偏好展示更为充分的同时，与生产相关的物的数字化需求就更为迫

切，消费信息如果不能与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的信息形成同步，这种信息对生产过程就毫无意

义，相反还会加剧生产管理和决策的难度。多样化和及时化的消费终端信息对生产环节的信息

结构形成了一种“倒逼”，使消费者和最终产品、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连

接，就成为必需。在这双重挑战中，前者推动了服务业制造化；后者则对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

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 20世纪 90年代的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时期，信息生产体系在消减不确定性的功能发挥上具

有明显的产业偏向性。对制造业中不确定性消解的功能低，而对金融业、文化、娱乐、广告传媒等服

务行业的不确定性消减的作用更为明显。从直接的“减成本提效率”的效果看，从早期的互联网开

始至今，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成本降低，集中体现在搜寻成本、复制成本、交通成本、追踪成本、证明

成本上，这类成本的降低直接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如金融、零售、旅游、航空售票、书店、影像

制品等（Goldfarb and Tucker，2019）。区块链这类新兴技术的应用，最大的优势也在于能很好地解

决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化解交易主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区块链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传统交易

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成本，验证成本和网络成本，其中，极为低廉的验证成本可以获取关于过去的交

易及其属性的信息，以及资产的当前所有权，而网络运作成本的低廉化则可以达到去中介的功能

（Catalini and Gans，2016）。

从根本上讲，数字技术之所以在服务业中的表现更为抢眼，主要是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

产方式和产业特征不同。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合一的，服务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和流通

过程的信息化也是一体的，但制造业则无法实现这种“合二为一”。长期以来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

的产业特征，就是生产与消费过程具有时空同一性，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必须面对面，因此，难以

被机器所替代。但互联网时代之后，诸如金融、影视音乐和广告等新型服务业的特征，就是可以通

过数字化实现服务“物化”（Embodied Service）。物化的虚拟产品或服务或者被直接消费，如视频、

音乐；或者通过物化虚拟产品的信息达成交易之后，再提供实际服务，如电商、外卖等。物化产品

的虚拟生产过程复制成本近乎为零，这就可以有效地通过“合一”降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不确

定性。与之相反，制造业虽然也可以依托“数据+连接”实现产品的虚拟化展示，但虚拟的制造业产

品不能被物化消费，而制造业生产流程和分工网络更为复杂，产品异质性程度更高，因此，数据协

调难度更大，格式标准、传输协议更为复杂，难以完成系统化、大范围的“数据+连接”，更不可能像

服务业那样实现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信息同步。对于制造业而言，虽然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机械、

机电一体化、模块化等方式封装指令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优势，但无论是企业间的相互需求、还

是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流通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化解都需要更为复杂的即时化信息。面对消费者

多样化信息时，制造业生产环节的调整难度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定制化生产只能出现在诸如服装

等生产环节较为简单的行业的原因。因此，对于制造业而言，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移动互联网

时代，“数据+连接”体系的功能都是更多地体现在消除企业内部的不确定性，如生产过程和管理环

节，但难以像服务业那样通过最终产品的虚拟化、数字化，一次性同时减少生产和交易两个过程的

不确定性。正因如此，20世纪 9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主要集中在金融、娱乐、零

售等服务领域。有学者甚至认为，是金融化成就了互联网行业，而不是互联网行业造就了金融业

36



2023年第 4期

（Perez，2009）。

尽管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作用方式不同，但无论是在服务业还是在制造业，以及两者的融

合发展过程中，信息生产体系的发展都体现出在消减一种不确定性的同时，引发另一种不确定性

的发展逻辑。这一过程不仅使信息生产体系的覆盖范围日趋扩大，效率不断提高，也同时促进着

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拓展。早期电商的兴起有效地化解了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但同时也引

发了非面对面情形下的支付安全、双边信用与第三方担保等新的不确定性，在这类不确定性得到

解决之后，又引发出消费者偏好、地理位置、支付能力的系统化分析与解决方案问题，跨境电商的

支付、结汇退税、物流及海外仓问题等，在这种迭代演进的过程中，电商不仅在主体上发展出 B2B
电商、B2C电商、跨境电商、生活服务电商，而且发展出内容电商、兴趣全域电商等不同形式。在

制造领域，继单个设备、单个部件的“指令封装”日趋高效之后，不同设备、部件之间的数据连通、

即时化智能分析反馈就成为必须；在单个企业内生产流程的同步性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中，对生

产管理的协调性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个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效率在得到确定性支持的同时，

就要进一步消除上下游环节的不确定性，这就必然对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协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通过互联网将散布在全球的机器和传感器产生的数据（大数据）进行采集和

分析，实现通用电气所刻画的“人与机器融合的世界”，就成为进一步消除不确定性的必然。随着

连接企业数量的增加，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组织形态就会逐步向以产品为中心的分布式制造

发展。

3.信息生产体系的边界

基于“数据+连接”的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能否始终驱动经济增长？或者，信息生产体系是始终

报酬递增还是最终会报酬递减？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两种，Jones and Tonetti（2019）等认为数据有助于直接提高生产力，因为数据是非竞争性的，且可自

由复制，因而具有报酬递增特征；但 Farboodi and Veldkamp（2021）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当数据稀缺

时，规模报酬递增，当数据丰裕时，规模报酬必然递减。从长期看，积累数据和积累资本一样，在没

有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无论是数据规模增长，还是进一步优化机器学习，随着确定性的逐步提高，数

据报酬递减必然呈现并最终停滞。近期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也表明，预测精度在经历了快速提升之

后就会进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预测精度以 N的平方根递增，所以数据呈现规模收益递减（阿维·古

德法布等，2021）。这些研究都认识到，数据是非竞争性的，但数据要转换成可用信息则需要生产成

本。在数据未达到最低有效规模之前，数据的规模收益往往是递减的，递增出现在数据累积达到一

定的规模之后，但随着数据不断累积，新增用户数量开始下降时，进一步提高预测精度就需要更高

的数据生产成本。

信息生产体系是否面临规模终极约束，关键在于在信息生产体系中，数据仅仅是产出预测性信

息，还是同时可以作为创新的手段。Farboodi and Veldkamp（2021）认为，Jones and Tonetti（2019）是

将数据视为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技术，但事实上，数据的功能主要在于提高预测准确性，其本质

是信息而不是技术。应该说，Farboodi and Veldkamp（2021）的批评正确地指出了单纯预测性信息仅

作用于交易过程中的局限性，但忽视了信息生产体系，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内核的新一代信息生产

体系所具有的多重功能，尤其是广泛而持久地促进创新的功能。基于“数据+连接”的新一代信息生

产体系的预测性功能体现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有助于价值实现。仅作为一个流通推进而非生产改

进的技术，预测性信息促进增长的效能当然存在极限，但信息生产体系同时还具有以下创新促进的

功能：一是优化甚至改变原有的生产流程和供应链，实现工艺创新；二是通过改变配置方式、配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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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实现资源配置创新，无论是平台精准匹配海量数据提高协同效率，还是数字化向企业外部延伸，

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都可视为资源配置的创新；三是通过连接不同场景，不同主体，实现多

个企业、多个产业和多种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实现市场创新；四是通过分工效率的提升，促进新业

态、新模式的不断出现，促进组织创新；五是作为知识发现的手段，提高研发效率，促进产品创新。

正如 Nordhaus（2015）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实现更广泛和持续的快速增长，需要有大规模的产

品创新，从而实现对原有经济的产品替代和升级，如果快速的技术进步发生在相对较小的经济领

域，出现奇点（Singularity）的可能性就极小。

信息生产体系的规模边界问题，同时也涉及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随着新一代信息生产体

系实现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数字“复刻”，整个生产链、供应链乃至消费终端的即时信息都将纳入一个

数字系统中，社会交换的不确定性是否也将和企业内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一起随之消弭？“社会

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的互相制约”将不复存在？在当所有产业、所有人类可

感知的物理空间和行为动作全部数据化，物理世界完成了数据全纳过程之后，数字孪生是否意味着

市场不确定性的彻底消失？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在信息生产体系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多种创新，如蕴含生产率增

长的工艺创新、包括新业态新模式在内的组织创新和代表着新的使用价值类型的产品创新是否

会交替出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创新所带来的生产率

增长在推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为新类型的使用价值的产品创新创造了条件。在以竞争为第一

要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单纯的工艺创新和生产率进步会加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并借

此而加剧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因此，以工艺创新和生产率进步为基础的价格竞

争将不再是竞争的唯一重要手段，产品创新则成为必然结果。而一旦产品创新成为必然，原有的

围绕着既定使用价值生产而构建的信息生产体系就将重构，以新的使用价值为中心的工艺创新

和组织创新又将开始进入新的发展循环。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看，当人类完全进入了数实孪

生时代之后，数字世界将复刻现实世界，重构新的交互体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实体过程带来实

体和数据双重价值，使产出效率叠加，从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江小涓和靳景，2022）。但

全纳的信息生产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不再存在不确定性和分工可能的经济系统，孪生、叠加

的本质，是信息生产体系在高效地生产出信息、知识乃至智慧的同时将其同步回嵌到现实世界。

即使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等均趋于停滞，信息生产体系的预测性功能达到极限，只要有产品创新

出现，信息生产体系就会被重新激活，从而开启新一轮的规模扩张。这意味着，只有在信息生产

体系成为创新投入的手段，并有助于解决“用什么生产”“生产什么”这类问题，而不仅仅只解决

“如何管理生产”和“如何销售”的问题时，“数据+连接”这一信息生产体系才能持续提高效率，不

断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以音像制品为例，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后，传统模拟式信号的磁带式产品就开始发展到数字化

产品，数字化产品又分别经历了信息密度的不断提升，以及从孤立的硬件载体到云端化、网络化传

输和销售的过程，在 5G、VR、AR等技术出现之后，不仅改变了音像制品的生产方式，如远程分工、

同步协作，而且也形成了可穿戴设备、沉浸式体验和 VR、AR直播等新的产品和新的消费体验。在

这一过程中，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多种形态的创新叠加、累积发生，传统音像娱乐制

品的生产方式、产品载体形态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里，信息生产体系的功能并不

仅仅体现在连接消费终端时的“预测”上，如基于偏好、场景分析的实时推送和广告投放，而是全方

位地体现在生产方式、生产内容和组织形态的创新等多个领域中。又如，当前以 ChatGPT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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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在功能上已经与传统的“分析式 AI”（Analytical AI）有了明显的区别，

后者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在数据学习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辅助决策和判断，但 ChatGPT则具

有文本创造能力，这就不再是单纯的预测，而可以视为直接生产知识产品。这意味着信息生产体

系在从数据—信息阶段向着知识和智慧阶段跃迁，具备了在产品维度上实现数据驱动创新的可

能性。

当前以人工智能，更具体地说，是以深度学习为内核的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与以往信息生产

体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深度学习不仅可以与多种技术结合，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具备通用技术

（GPT）的性质，而且还具有“发明方法的发明”（Invention of a Method of Invention，IMI）的功能。①通

过对复杂知识空间的搜索、现有知识库存的利用，以及将现有知识库存的不同要素的结合，深度学

习具有创造有价值的新想法的能力，从而不仅可以提高各个部门的生产率，而且还有望改变这些领

域创新进程的本质，在改变知识生产方式的同时改变经济增长的前景。从这一意义上讲，Nordhaus
（2015）的分析仅适用于人工智能（AI）中的另外两个关键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符号系统，而不适

用于深度学习。易言之，由于深度学习在新知识创造和利用方面具有的独有优势，新一代信息生产

体系的功能并不仅止于降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中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提高新知识的生产效

率或直接产出新的知识产品，进而有助于实现产品创新，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五、政策启示

基于数字技术而不断发展的信息生产体系具有广泛的创新促进效应，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

着力点和重要引擎。从信息生产体系的特征上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和技术，推进实现国

民经济在技术基础和生产方式上的数字化转型，对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实现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克服不确定性的视角对“数据+连接”信息生产体系演变历程及

其特征进行分析，形成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数据和连接两个领域的“双优化”才能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生产体系的作用。从数据规

模看，作为世界工厂，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可以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提供规模最大、最为多样化的

数据资源；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又可以为终端消费数据提供最多的数据主体。但数据规模不等

于数据效率。拥有质量更好、时效性更强的数据，更好的算法和更强的算力以及互补性更强的数据

平台，比数据规模更为重要。要将庞大而零散的数据规模转化为数据优势，还需要在数据产业链、

芯片等方面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从连接体系看，以数据中心、边缘计算为架构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形

成类似于电力一样的集中分布式算力和数据存储供给，这一领域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数字

经济制高点。当前，美国超大型数据中心数量约占全球的 50% 以上，中国超大型数据中心数量约占

全球的 10%；在云计算市场上，美国和西欧分别占据了全球市场的 50% 和 23.5%，而中国仅占 4%

（Mills，2021）。因此，迫切需要加大连接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投资力度。

第二，信息生产体系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过程、管理过程和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也可以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试错类的科研活动中，人工智能更

有其独有的优势。从长期看，信息生产体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工艺创新和模式创新，则只能解决

① 本质而言，深度学习对新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仍包含了预测功能，即预测有价值的知识组合和新的技术方

案的可能性后果，但这种预测并不是针对商品和服务过程，而是体现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这就可以极大地

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这方面的研究详见 Agrawal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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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产、如何实现价值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等问题，其增长效能最终有

限。要使数字经济真正成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和重要引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广泛而

持久的创新促进效应，尤其需要重视信息生产体系在科研活动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创新的重要

手段。

第三，围绕数据和连接两个领域，全球已经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相互嵌套的产业生态，解决“卡

脖子”问题也需要有相应的生态思路。一是要掌握若干重要的上中游节点，即使是细分节点，也能

提高反制“卡脖子”的博弈能力。单个产品的“点”突破，可以带动“面”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生态。二

是要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识别复杂产业生态中的关键节点并重点突破，提高资金效率，节约突围时

间。三是要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体和产业集群。数字经济领域，尤其是数字核心产

业的企业，只有具备国际竞争力才可能嵌入全球生态体系；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有利于在关键领域的国际生态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

来反复强调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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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why does the digital economy emerge？ Our
basic idea is that the high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is what constitutes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or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is to overcome uncertainty，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reflects the techno-economic path of overcoming uncertainty through information to
optimize economic efficiency. This paper draws inspirations from Marx’s theories on the intra-firm and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i. e.， two types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explanatory framework：division of labor-increased uncertainty-information to eliminate uncertainty-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r-another kind of uncertainty-removing uncertainty through more efficient
information. We argue that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in large scale，firms should

“encapsulate”information as instructions embedded in machine system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 from tool machines to mechatronics and modularity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encapsulation”of
instructions. However， in the sense of social production， the more successful a company is in
encapsulating directive information，the more complicated the division of its production chain becomes，
indicating the deepening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is case，the other two types of uncertainty faced
by companies become higher：one is the managerial transaction，that is，hierarchic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within a company；and the other is the bargain transaction，that is，market transactions. This
requires the enterprise to reduce uncertainty through a system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hat covers more
subjects and a larger spatio-temporal area，which leads to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enterprise
and thus the deepening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dustrial produc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mechanization，
electromechanization，electronization and opto-electronization，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 has evolved
from encapsulating simple instructions to the current“data + connection”information production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digitization，intelligence，whole space-time and multiple subjects. In this process，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duction of the uncertainty of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an enterpris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constitute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enterprise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boundaries of th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system，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the instruction encapsulation of individual machines and machine systems to a
multi-subject“data + connection”system cove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The ess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represen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cloud computing and 5G，is to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system that converts data
resources to information through the“data + connectivity” approach， reducing the uncertaint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n a wider spatio-temporal scale and among a wider range of economic agents.

Our innov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uncertainty-division of labor. Secondly，it delineates the stages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density and information efficiency. In
terms of policy implications，in order to make the digital economy truly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building
China’s modern economic system，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tensive and lasting innovation-promoting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system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making them an important means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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